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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韧性研究诸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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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韧性研究自发轫至今出现了若干可供遵循的进路, 主要有：以人为中心模型、以变量为中心模

型、时间路径模型和因素-过程模型等。以人为中心进路围绕“人”开展研究, 将甄别出的心理韧性者与非韧性

者及未经历严重压力/逆境者进行比较, 尝试理解心理韧性的由来。以变量为中心进路则聚焦于压力/危险逆境

指标、心理韧性相关因子及心理社会发展功能指标, 经由分析这些变量的关系以探寻和推测心理韧性发展的

机制。时间路径进路专注于时间进程, 追踪研究对象在严重压力/逆境开始前后到相当长一段时期心理社会功

能变化过程特点, 以解读人类压力/逆境适应系统的运作特征及其功能差异, 推断心理韧性发展的过程及机

制。因素-过程整合进路则以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 兼顾因素与过程, 尝试提供一个更具研究指导性的心理韧

性整合模型和一套机制解释策略基准框架。诸心理韧性研究进路各有侧重, 互有长短, 研究者对之了然于胸将

有助于选择适切的研究设计与分析策略, 取长避短, 从而提高研究揭示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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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韧性(Resilience, 我国学者也有译为心

理弹性、复原力、压弹及抗逆力的, 关于中文译

法探讨见 席居哲, 桑标, 左志宏, 2008)意指曾经

历或正经历严重压力/逆境的个体, 其身心未受到

不利处境损伤性影响甚或愈挫弥坚的发展现象

(Anthony, 1987a; Garmezy, 1991; Masten, 2001; 

Rutter, 2000; Werner & Smith, 1992)。诸多大规模

研究显示, 此现象并非寥寥：儿时曾经经历严重

压力/逆境, 长大后未出现明显心理社会功能问题

者的比例相当可观(Bonanno, 2004; Fergusson & 

Lynskey, 1996; Masten, 2001; Parnas et al., 1993); 

更有数据表明, 纵使童年期遭遇严重压力、危险

和逆境, 至成年期发展出明显心理行为问题者亦

不 超 半 数 (Cederblad, 1996; Martinez-Torte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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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gat, von Eye, & Levendosky, 2009; Parnas et al., 

1993)。心理韧性发展现象挑战了传统心理病理学

有关严重压力 /逆境对个体心理成长消极影响的

因果假定 , 提示缺陷聚焦模型确有 “缺陷 ” 

(Goldstein & Brooks, 2005)。但挑战之路充满“挑

战”, 心理韧性领域确立中, 学界态度与观点经历

了对之从视若无睹到内隐拒斥, 继而极力拥趸以

致将其夸大(绝对韧性观), 再到相对韧性观的嬗

变过程(Anthony, 1987a, p. 5; Harvey & Delfabbro, 

2004; Rutter, 2000; 席居哲, 桑标, 2002)。至 20世

纪 80年代, 心理韧性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终被学界

广泛认同(Rutter, 2000; Werner, 2005), 随后的探

索迅速深化并日渐系统, 迄今已掀起了 4 次浪潮, 

成为倍受关注和热议的研究课题(Masten, 2007; 

Wright & Masten, 2005; 席居哲 等, 2008)。而今, 

学界对于心理韧性的理解早已超越现象层面, 倾

向于认为心理韧性是一个多侧面、多维度的概念

(Rutter, 1999), 兼具特质性、过程性、差异性、结

果性、动态性与平常性诸特点(Agaibi & Wilson, 

2005; Kaplan, 2005; Kumpfer & Bluth,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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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 Masten, 2001, 

2011; Rutter, 2000; 席居哲, 2006; 席居哲, 桑标, 

2002; 席居哲 等, 2008)。 

作为心理成长个体差异指征的心理韧性, 折

射着人的发展的成因多重性和发展结果多样性 , 

这就意味着解读“缘何一些人被严重压力/逆境压

垮而为数不少者却似未受到高危生存环境的损伤

性影响”这一心理韧性核心命题绝非易事。要深入

理解心理韧性发展及其机制, 研究者须对压力/逆

境因子(群)、心理韧性相关因子(群)和心理社会发

展指标(体系)间的复杂关联进行精致探索。无论是

通过揭示因子(群)影响态势与机制以进行心理韧

性理论建构、加强或修正, 还是通过干预、预防

操作方案编制与实施以对目标对象群体进行心理

韧性增进的应用实践训练, 都离不开统领研究设

计实施、数理统计处理、结果解释推断及方案操

作推行的研究进路(approach)的指导。而影响心理

韧性的因子(群)可谓繁芜丛杂 , 那么 , 清晰的研

究进路全局意识将为研究者带来心理韧性探查的

策略先机。实际上, 与心理韧性从发展现象到研

究领域再到一门科学(Masten, 2007, 2011)发展历

程形影相随的, 不只是日渐丰硕的科学发现与成

果 , 更有学者们对心理韧性研究进路的不懈求

索。研究进路涉及研究时“基于什么”、“做什么”

及“如何做”等基本研究方法策略问题, 堪称整个

研究序列的指南针和导航仪。在心理韧性研究进

路方面, 形成或浮现出若干可供遵循的模型或框

架 , 包括：以人为中心的模型 (person-centered/ 

focused models)、以变量为中心的模型(variable- 

centered/focused models)和时间路径模型(pathway 

models)等 , 还出现了颇具整合性的更复杂模型 , 

比如因素-过程模型等。本文拟尝试对这些心理韧

性研究进路作一系统梳理 , 旨在呈现目前为止

较全面的心理韧性研究进路体系 , 就每类进路

的内涵、分支及其研究操作予以详述, 对各进路

的优缺点进行简评 , 希冀对深化心理韧性研究

有所裨益。 

1  以人为中心进路 

以人为中心进路采取以人为先导、围绕人展

开心理韧性研究的方法策略 , 包括个案模型

(single case model)、韧性 -非韧性群体模型

(resilient-nonresilient group model)和一般人群模

型 (general population model) (Masten & Reed, 

2002; Nora & Ulrike, 2010)。 

1.1  个案模型 

即基于单样本分析的研究设计, 该个案要么

被视为一典型心理韧性发展现象之代表加以详察, 

要么抽自某心理韧性群体作为具体的分析样例。

前者早期如由 Blueler 所作关于一名叫“Vreni”女

孩的个案报告, 她母亲因病长期住院, 而父亲却

嗜酒如命, Vreni 既要照顾自己的弟弟和妹妹, 还

要照料体弱的父亲, 但后来, 这位女孩婚姻美满, 

生活幸福(see Anthony, 1987b); 近期比如由 Eisold 

(2005)有关来访者“Rita”的临床个案报告, 在认定

其极具心理韧性的基础上, 探讨了某些可终生受

用的保护性个体因素及其重要临床应用价值。这

里需要说明, 单一个案研究是最早的以人为中心

的心理韧性研究进路, 而今已走向更为复杂的成

长统计模型和发展轨迹描刻(Masten & Obradović, 

2006)。后者比如 Werner和 Smith (1982)选出 4名

分别叫“John”, “Mary”, “Michael”和“Kay”处境不

利但心理韧性发展个案的追踪研究分析(该大型

追踪研究一部分), 生动展现了个体内部资源和外

部社会支持及其相互作用在这些个案成长过程里

对压力/逆境的缓冲作用, 以此作为统计分析结果

的深度佐证来探讨心理韧性发展的本质。Masten

及同事 (1990)从研究对象中选出的典型案例

“Sarah”和“John”也属于此模型。其中, “Sarah”属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较好但先后经历了一系列严重生

活事件后心理韧性发展的个案(low-risk, high-stress), 

重在说明外部支持资源及其利用对心理韧性发展

的意义(see also Masten & Obradović, 2006); “John”

则属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且曝露于严重压力之下

但心理韧性发展的个案(high-risk, high-stress), 重

在例证内部资源(聪慧、自信、自立、自豪、自我

悦纳、幽默感和富于积极情绪等)的心理韧性发展

价值。Kim (2011)通过对来自经济不利白人家庭的

8名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发现来自家长、教师

及重要他人的支持、对学业欠佳学生的看法, 对

所获支持的认知, 以及信仰等, 是其在校取得优

异成绩的重要资源。 

1.2  韧性-非韧性群体模型 

该进路将处境不利的研究对象, 通过一定标

准(比如心理社会功能发展水平或应对/适应状况)

分为心理韧性组和非心理韧性组(或高心理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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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低心理韧性), 通过比较两组群体的相关资源, 

以探测促进心理韧性发展的保护性因子及其作用, 

进而推断心理韧性发展的机制。遵循该模型进行

的研究数量众多(e.g., Borman & Overman, 2004; 

Martinez-Torteya et al., 2009; Neighbors, Forehand, 

& McVicar, 1993), 较早时候的典型代表当属

Werner 及同事进行的夏威夷考爱岛研究(Werner, 

1992; Werner & Smith, 1982; Werner & Smith, 

2001)。该项研究始于 1955年, 研究者根据 2岁之

前存在的多重危险指标(multiple risk indicators)确

定了一组高危儿童, 而后在这批儿童 10~18 岁时

参照多重发展及心理健康指标体系, 识别出一个

心理韧性儿童亚组, 这样即可将其与那些经历严重

压力/逆境但发展欠佳的儿童群体进行比较。研究结

果表明, 相比于发展欠佳者, 心理韧性儿童在早年

即拥有一些益于身心发展的生态系统因素, 比如, 

婴儿期受到更有质量的照料, 童年期更高水平的自

我价值感和智力, 得到更多来自亲友的支持等。 

1.3  一般人群模型 

是研究时全面考虑危险因子与心理社会发展

结果的可能组合, 从危险因子水平高、低(或高、

中、低)与心理社会发展结果良好、不良(或优良、

中等、不良 )角度 , 把研究对象分为 4 群 (2×2) 

(Fergus & Zimmerman, 2005) (图 1-A)或 9群(3×3) 

(Masten & Reed, 2002; Masten et al., 1999) (图

1-B)。因为该模型涵盖了危险因子和心理社会功

能发展全域, 所以纳入研究的对象就成为一般人

群的样例, 研究者可有效甄别与压力/逆境应对及

心理韧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因子(群)。不仅如此, 由

于纳入了低水平压力/逆境, 也就是顺境, 该模型

成为全息视角的, 研究者可对逆境中发展良好者

(心理韧性者)与顺境中发展良好者(能力强者)予

以比较, 相同的积极影响因子可视为益于人类健

康发展的普适性因子, 相异的因子则可视为情境

特定性因子, 这些因子或只在逆境或顺境中起积

极作用, 而心理韧性者身上的压力/逆境特定性保

护因子对于解读心理韧性发展机制, 编制和实施

针对身处不利环境者心理韧性预防、干预和促进

方案, 具有显见的重要意蕴。同样, 研究者还可对

逆境中发展较差者(缺乏心理韧性者)和顺境中发

展较差者(能力弱者或脆性发展者)进行比较, 这

有利于区分心理发展中普遍的脆性因子和情境特

定性脆性因子, 而顺境脆性因子则为全面认识顺

境的作用或顺境中发展的结果多样性打开了一扇

窗。事实上, 优裕环境中不良发展已为越来越多

的 研 究 者 所 关 注 (e.g., Csikszentmihalyi & 

Schneider, 2000; Diener, 2000; Luthar & Becker, 

2002; Luthar & D'Avanzo, 1999)。 
 

 
 

图 1  生态系统环境质量(X轴)和心理社会功能发展结果(Y轴)所围成的 4个象限 

注: 图 1-A基于 Fergus和 Zimmerman (2005), Hamill (2003), Kaplan (2002), Kinard (1998)等绘制 

图 1-B参照 Masten和 Reed (2002)的框架调整增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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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般人群模型所独具的全息视角特点 , 

在行文中, Masten和 Reed (2002)有时也将其称为

心理韧性全面诊断模型(full diagnostic models of 

resilience)。比如, 在一项名为“心理韧性能力研究

项目”中 , 研究者对取自城区的普通儿童样本即

循此进路予以分群：在压力/逆境维度上根据生活

经历中的逆境(主要为非儿童自身可控制的消极

经历 , 比如父母或亲友离丧 , 父母婚姻冲突 , 受

酗酒父母家暴, 家庭成员出事故或重疾等)曝露量

分为高(严重的至灾难性的)、中等和低(少于同龄

群体平均水平)3 个区间; 在能力发展方面根据在

该年龄群体 3个主要发展领域(包括学业成绩、纪

律遵守或反社会行为、同伴交往)的能力表现, 将

其分为高、中和低 3个区间(Masten et al., 1999)。

如此, 可将该研究对象群体分为 3×3=9个子群体, 

但研究者更感兴趣的是分处 4 个角落的子群体：

心理韧性者(高逆境+高能力)、适应不良者/缺乏心

理韧性者(高逆境+低能力)、能力强-未受挑战者

(低逆境+高能力)、脆性发展者(低逆境+低能力)。

研究显示, 心理韧性者与那些能力强-未受挑战者

具有许多相似的发展资源：个体层面的如良好智

力技能; 家庭层面的如有效的父母教养方式等。

心理韧性者、能力强者-未受挑战者均与缺乏心理

韧性者在发展资源方面大相径庭, 后者往往存在

个人技能低下和社会支撑资源匮乏的缺憾。这似

提示, 存在着既可正常情况下引领能力发展, 也

可不利处境下保护个体发展的基本过程。 

1.4  以人为中心进路简评 

个案研究在质性深描、主题析出及证据提供

方面具有独到优势, 且较容易实施, 甚至是 1 次

深度访谈亦可获得较丰富的一手心理韧性或非韧

性发展资料 , 但其显然存在概括化方面的不足

(Masten & Reed, 2002), 需要在研究设计时充分

考虑个案的代表性, 并与其他方法相配合以扬长

避短。 

韧性-非韧性群体模型在揭示心理韧性组人

群与缺乏心理韧性组人群的社会资源、个人素质

差异方面颇为灵敏, 其结果与结论来自于容量较

大的样本之上, 且有两组人群相互对照, 揭示效

力与概括化程度均得到大幅度提升。但 Masten和

Reed (2002)指出该模型有两个重要限制。其一 , 

研究结果常常显示, 心理韧性亚组实际上可能仅

曝露于低水平的压力/逆境之下。笔者认为, 这个

批评较适用于那些没有遵循“心理韧性研究需考

虑当事者曾经或正经历严重压力/逆境”这一试剂

标准的研究, 如果研究者将严重压力/逆境这一要

件贯彻始终, 则该限制可以成功避免。其二, 即便

危险水平相当, 也不清楚心理韧性相关因素是否

无论何种危险处境下均为良好发展结果的普适预

测因子, 抑或这些相关因素是因为低压力水平群

体在分析中缺席才表征出保护性调节功能的。笔

者认为, 这个批评颇为中肯, 其实任何遵从韧性-

非韧性群体模型的研究者(即便是尝试将高危研

究对象分成高、中、低 3个心理韧性亚组, 采用

诸如分层回归技术进行心理韧性影响因素的统

计分析 , 亦不能突破这个限制 )(e.g., Flores, 

Cicchetti, & Rogosch, 2005), 都应意识到并指明

自己研究的这个重要的方法限制 , 以免得出过

于概括化的推论。 

相对而言, 一般人群模型在以人为中心的心

理韧性研究进路中效力最高, 因为其可根据环境

质量与心理社会功能发展状况提供 4 个或更多的

视域, 通过落于各视域群体的两两对比, 可以有

效揭示不同压力/逆境水平、不同心理发展或适应

结果的心理韧性因子(群)作用差异, 在推断心理

韧性发展机制上方法基础更为扎实。更重要的是, 

全息视角的一般人群模型提示研究优裕环境下不

良发展(即“低逆境+低能力”)之必要。但颇有意思

的是, Masten 等人(1999)在其“心理韧性能力研究

项目”中发现脆性发展者极少 , 该区间几乎为空

集(see also Masten & Obradović, 2006)。然而, 联

系到优裕生活环境中日益突出的身心健康问题

(Luthar & Becker, 2002; Luthar & Latendresse, 

2002), 这个结果带来的稍许欣慰感则就极易消退

了。有研究显示, 生活于富足家庭的高中生, 女孩

抑郁达临床症状者占 22%, 3倍于同龄常模群体比

率(7%); 男孩女孩有明显焦虑症状者分别占 22%

和 26%, 皆高于同龄常模群体比率(17%); 物质滥

用比例很高, 女孩过去一年里饮酒者占 72%(同龄

常模群体为 61%), 男孩毒品使用者占 59%(同龄

常模群体为 38%) (Luthar & D'Avanzo, 1999)。

Luthar 和 Becker (2002)研究发现, 七年级女生抑

郁比率是常模群体的 2倍。一项涉及 1000名美国

青少年的调查研究发现, 父母社会经济地位(SES)

与青少年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呈弱的负相关

(Csikszentmihalyi & Schneider, 2000)。更有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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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美国过去 30 年的财富增长了两倍, 而人们的

幸福感水平不增反降, 同时青少年自杀竟激增 3

倍, 抑郁症罹患率尤其在青少年和初成年群体中

居高不下(Diener, 2000)。笔者认为, 这些顺境中人

的心理发展问题的研究结果, 颇具典型性和推广

性。不然, 中国也不会有“败家子”的说法。Masten

等人的发现之所以与刚才所举证据不符或与取样

及分群标准有关。如上, 能使人觉察到自一般群

体模型强烈透露出的信息：顺境之于人的发展效

用 , 与逆境相仿 , 其结果表征亦呈繁芜之态; 同

样, 在探讨生态系统环境与人的心理发展关系上, 

应全面解读不同质量(比如顺境还是逆境)生态系

统环境对不同心理社会功能发展结果(良好还是

不良)影响的内在过程与机制, 而不只是聚焦于病

因或逆境。唯如此, 才可以更好把握发展的实质。

但是, 也应看到, 以人为中心的研究进路将人群

依环境质量(或压力/逆境水平)和心理社会发展功

能(或适应水平)分成若干亚群, 这本是该进路特

点与优势, 然而也潜藏了不足：分群的结果是造

成了 1 个组群类别变量, 这就限制了高级统计分

析技术的使用(see Flores et al., 2005; 席居哲, 桑

标, 左志宏, & Wu, 2011; 席居哲, 左志宏, 桑标, 

2011)。 

2  以变量为中心进路 

顾名思义, 该研究进路以变量为主要聚焦点, 

经由考察压力/危险逆境指标、心理韧性相关因子

与心理社会发展功能(能力或积极适应状况等)的

关系, 探寻心理韧性发展重要影响来源, 推测心

理韧性发展(心理健康发展、心理积极发展)的过程

与模式。早期的变量中心模型 , 当属 Garmezy, 

Masten 和 Tellegen (1984)根据危险因子和保护性

因子对个体能力发展的影响所提出的 3 类心理韧

性模型最具代表性, 包括：补偿模型(compensatory 

models)、保护因子模型(protective factor models)

和挑战模型 (challenge/challenging models), 并基

于多元回归/相关分析(MRC)框架提供了统计分析

技术路线指引和例示, 引发了后来研究者不断的

理论与实证探索 (e.g., Erdem & Slesnick, 2010; 

Fergus & Zimmerman, 2005; Masten, 1999, 2007, 

2011; Masten & Reed, 2002; Nora & Ulrike, 2010)。

而今这些模型经过进一步精致化和增益扩充, 形

成了包涉更广的心理韧性研究进路体系, 仍划归

3类研究模型, 分别为：累加模型(additive models)、

相互作用模型 (interactive models)和间接模型

(indirect model)。 

2.1  累加模型 

累加模型是最简单的变量聚焦模型。在其中, 

压力/危险等逆境因子(危险因素)和资源(assets)因

子(个体适应特征、社会资源等)的作用共同累加, 

以预测个体能力(发展)或积极适应的状况, 而严

重压力、危险等逆境指标的影响可被资源因子(如

个体坚韧品质、社会资源等)所抵消或补偿, 因此, 

Garmezy 等人(1984)当初称其为补偿模型 , 具体

见图 2 右上部分。在此模型中, 资源因子和压力/

危险等逆境因子对个体心理社会能力(发展)或积

极适应状况的影响彼此独立：“单纯”的危险因子

对心理社会发展结果起消极(负向)作用, 若危险

因子未出现则不会对发展结果起作用(此句反事

实推导看似“废话”, 但后面的论述说明这很必要), 

比如父亲和/或母亲离世; “单纯”的资源(个体适应

特征、社会资源)因子对心理社会发展结果起积极

(正向)作用, 但若资源因子缺位亦不会对发展结

果产生消极作用(同样也非“废话”), 比如危难时

若天降神明般即刻出现的恩人或个体拥有某种天

赋等。 

之所以前述有“单纯”和“废话”铺陈, 是因为, 

一些与心理社会发展或积极适应有关的因子, 并

非如上所言那样“单纯”, 这些因子可在“危险资

源”连续体上游滑：有些多多益善匮乏则糟, 比如

智力技能和家庭教养方式对学业成绩之影响; 有

些则少益多害, 如以核心家庭成员数目为基准的

家庭规模。所以, 识别这些游滑性质的变量就显

得极其重要, 而事实上, 这类变量着实为数不少, 

诸如, 单亲家庭(危险)双亲家庭(资源)、双亲尤

其母亲受教育程度低(危险) 双亲受教育程度高

(资源)、家庭成员过多(危险) 家庭成员数适当

(资源)、低社会经济地位(危险) 高社会经济地位

(资源)等。然而, 识别“危险资源游滑变量”并非

易事。Rutter (2000)曾生动说明, 从不同角度分析, 

比如领养, 既可是保护性因子, 也可是危险因子

(尽管可能是温和的)。父母离异固然不好, 但若因

此结束了源于父母长期拉锯战带来的惶恐惊惧 , 

则对于该家庭儿童而言, 父母分开实则具保护作

用。看来, 这个难点要获得突破, 尚需更缜密、系

统的理论与实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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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以变量为中心的心理韧性研究进路简化示意 

注: 采自 Masten和 Reed (2002) 
 

在游滑性质因子被识别后, 容易知道, 若资

源因子保持恒定, 则心理社会功能或积极适应状

况与压力/危险等逆境指标水平为负向共变关系; 

若压力/危险等逆境指标水平保持恒定, 则资源因

子与个体心理社会功能或积极适应状况为正向共

变关系。从研究进路操作上看, 可用简单的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予以分析和探讨。这里假设只有 1

个“单纯”的压力变量 S, 1个“单纯”的资源变量 A, 

1 个“危险资源游滑变量”G, 个体心理社会功能

或积极适应状况用 C 表示, 则笔者根据 Garmezy

等(1984)提出的补偿模型方程基础上 , 将其调整

为 Ĉ = β1A + β2S + β3G + β0。其中, β1、β2和 β3分

别代表资源、逆境因子和游滑因子的回归系数, β0

为常数项, β3是正还是负, 由游滑因子G的性质决

定。研究者需要检验 β1, β2, β3的估计值 1̂ , 
2̂ 和

3̂ 是否显著。当然, 如果该方程包含有层级变量

或潜变量, 那么, 就需要使用复杂些的如层级线

性模型(HLM)、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等来解决, 

有些方法可用来探索 , 有些技术则可用以验证 , 

下面的其他模型相同, 恕不重述。 

还需注意到, 在该模型框架中还存在另一种

可能性, 即, 压力/危险等逆境因子在程度既不是

非常严重也不是非常轻微的情况下, 或成为直接

促进个体心理社会功能发展和积极适应的潜在因

子, 如常言“没有压力, 就没有动力”、“逆境是成

长的养分 ”等 , 此时的模型被称为 “挑战模型 ” 

(Fergus & Zimmerman, 2005; Garmezy et al., 

1984)。该模型认为只有中等水平的危险因子才与

非消极的(或积极的)发展结果相对应(see Luthar 

& Zelazo, 2003)。挑战模型的思想是, 适度的压力

/逆境水平可以使个体尤其是儿童学习到如何战

胜压力/逆境; 如果曝露在过于严重的压力 /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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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则儿童可能无法成功应对; 而几乎很少遭遇

压力/逆境 , 也不利于健康发展(这与前述以人为

中心研究进路中的顺境+能力弱的心理脆性分群

有异曲同工之处)。该模型认为, 个体在成长经历

中, 适当地面对一些压力/逆境可能是有益的, 因

为这样当事者能够有机会去锻炼社会技能, 学会

调动或利用各种资源。压力/逆境必须具有一定的

挑战性, 始能引发个体的应对反应, 并从应对压

力/逆境中获益。该模型中, 危险因子与保护性因

子是同一类型的变量, 因子功能性质取决于儿童

的曝露量(level of exposure), 中等/适度水平的危

险因子具有保护性因子的功能特征。举例来说 , 

只经历一丁点儿的家庭成员磨擦, 儿童将不会从

中学到应对和解决人际关系冲突的技能 ; 然而 , 

绵延不断、程度严重的家庭冲突则会起负面作用, 

易导致儿童发展出习得性无助感并倍感沮丧; 家

庭冲突只有在中等情况下才可能为儿童学习处理

人际关系冲突技巧提供契机(参见 席居哲, 2006)。

此时压力/危险等逆境因子与心理社会功能发展之

间便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曲线关系(Fergus & 

Zimmerman, 2005; Masten & Reed, 2002), 需要在基

本方程 Ĉ = β1A + β2S + β0中加入压力/逆境变量 2次

(也可能多次)项, 形如：Ĉ = β1A + β2S + β3S
2 + β0, 其

中 S2为 2次压力/逆境指标, 研究者需检验 β1, β2, β3

的估计值 1̂ , 2̂ 和 3̂ 是否显著。 

2.2  相互作用模型 

其特点是模型中存在 1 个或多个调节因子

(moderator), 调节因子可改变压力/危险等逆境因

子对心理社会功能发展或积极适应的影响, 该模

型示意见图 2 右下部分。调节性因子即通常所称

作的“保护性因子”和“脆性因子”, 当然两者对压

力/逆境变量的调节作用是相反的。在图 2可以看

到两类调节效应(Masten, 2001; Masten & Reed, 

2002)：第 1类关注的是与压力/逆境应对有关的主

体特征变量或环境变量增加(脆性因子)或是减弱

(保护性因子)个体对不利处境的易感性, 如图 2

右下左侧所示。这类效应中的调节因子往往独立

存在, 与当前压力/逆境因子无关。比如, 气质、

人格还有生物节律等对压力 /逆境因子之于当事

者心理社会功能的影响皆具调节作用 (Friborg, 

Barlaug, Martinussen, Rosenvinge, & Hjemdal, 

2005; Silk et al., 2007; 席居哲, 2006)。而 Wilks和

Croom (2008)在老年痴呆患者的亲属照料者群体

中发现 , 无论家庭支持 , 朋友支持 , 还是总体社

会支持均对觉知到的压力→心理适应影响起显著

调节作用(压力×支持的回归系数 β = 0.306 ~ 

0.351, p < 0.01)。 

第 2 类调节效应聚焦于受压力、危险等逆境

因子激活的保护性因子, Masten和 Reed (2002)将

这类因子形象地比拟为汽车里的安全气囊, 一旦

危险情势发生, 这类因子便如安全气囊展开一样

被及时激活并执行保护性功能(see also Masten, 

1999)。比如, 一旦儿童遇到不利处境, 富于效能

的父母、儿童自身的应对努力等均可有效保护儿

童免受或少受逆境的损害。在该作用系统中, 压

力/逆境因子似乎成为唤醒、集结保护性因子的紧

急动员号 , 使个体处于整装待发的应对准备状

态。这里需要提及, 在调节性因子中, 个体良性适

应特征(即诸如情绪-认知加工、情绪风格、压力/

逆境认知、社会能力自我觉知、人际关系认知、

心理理论、个性品质、智力技能等主体性因子)对

于当事者心理韧性发展与增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 对于生成容易奏效且预后良好的心理韧性方

案至关重要(Davidson, 1998; Garmezy et al., 1984; 

Linley & Joseph, 2005; Masten & Reed, 2002; 

Rutter, 2000; Tugade & Fredrickson, 2007; 桑标, 

席居哲, 左志宏, & Wu, 2011; 席居哲, 桑标, 左

志宏, 2011; 席居哲, 桑标, 左志宏 等, 2011; 席

居哲, 左志宏 等, 2011)。这是因为, 有些外在生

态系统因子的改变(比如提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营建社会支持系统、创建安全社区等)需要宏观社

会层面的参与, 会有一个长的周期(但绝不能松懈, 

这本也是社会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有些生态系统

因子的改变极其困难(比如家庭成员罹患严重而

长期的身体或心理疾病), 相对而言, 撬动、触发、

激活或完善当事者主体性特征, 提升其调节功能, 

则更具针对性和时效性(见  席居哲 , 桑标 , 左志

宏 等, 2011)。 

在研究操作进路上, 需要对调节效应进行检

验。在相互作用模型中, 由于压力/危险等逆境因

子与资源(个体适应特征、社会资源等)间存在条件

关系, 表现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有调节作用(衰减

或增扩)。这意味着, 当存在保护性因子(积极个体

适应特征、社会资源等)时, 危险因子对个体能力

的影响比不存在保护性因子时要小, 保护性因子

似赋予了当事者对压力/逆境的免疫力(不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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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子对个体的免疫程度可能不等)。反之, 若存

在个体脆性特征时, 危险因子对心理发展的影响

比没有这些特征时要大, 脆性适应特征增加了个

体对压力/逆境的感染易受性。故此, 该模型又可

称 为 免 疫 性 对 脆 性 模 型 (immunity-versus- 

vulnerability model)。又因为此模型中逆境因子与

保护性因子间存在条件关系, 有时该模型又可称

为条件模型(conditional model); 而该模型聚焦于

保护性因子的性质、作用及其可能机制上 , 故

Garmezy 等(1984)称之为保护(因子)模型; 保护性

因子通过调节机制对压力 /逆境因子→心理社会

发展的作用产生影响, 所以还可称之为调节模型

(moderating model)。该模型的重点与难点在于对

保护性因子的识别和调节效应的检验。该模型的

简单方程形如：Ĉ = β1A + β2S + β3SA + β0, 其中, 

SA 为压力 /逆境因子与保护性因子(个体适应特

征、社会资源等)之乘积。研究者需检验 β3的估计

值 3̂ 是否显著 , 若 3̂ 显著 , 说明存在调节效应

(当然 β1, β2的估计值 1̂ , 2̂ 是否显著也是研究者
所关心的)。为更深入了解调节效应, 可将该方程

变形为：Ĉ = β1A + (β2 + β3A)S + β0, 容易看出, 压

力、危险等逆境因子 S 的作用大小会受到保护性

因子(个体适应特征、社会资源等)A所加入权重 β2 

+ β3A 的影响, 因此, 可视回归系数 β3 的估计值

3̂ 正或负而称 A 为保护性因子或脆性增进因子; 

同理, 也可将该方程变形为：Ĉ = β2S + (β1 + β3S)A 

+ β0, 此时看出, 保护性因子(个体适应特征、社会

资源等)的作用受压力/逆境因子的影响 , 其是促

进或是阻碍个人能力的发展要视回归系数 β3之估

计值 3̂ 为正还是为负而定。 

还需特别指出 , 保护性因子(调节性因子)起

作用的特点并不相同 ,  有研究者 ( F e r g u s  & 

Zimmerman, 2005; Luthar, 1993; Luthar et al., 2000)

据保护性显现特征及其在不同压力 /逆境水平上

的功能表征 ,  将调节模型进一步划分为保护的

(protective)、保护–恒定的(protective-stabilizing)、

保护–增强的(protective-enhancing)和保护–反应

的(protective-reactive)诸子模型, 具体示意见图 3。

相对而言, “保护的”子模型即通常所说的保护模

型, 意味着无论压力/逆境水平高或低, 保护因子 
 

 
 

图 3  调节子模型示例 

注: 根据 Fergus和 Zimmerman (2005); Luthar (1993); Luthar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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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保护作用, 但发展功能还会受到压力/逆境的

负面影响, 然而, 有这种因素参与条件下的发展

功能要比没有这种因素时好(图 3-A); 所谓“保护–

恒定的”子模型, 表现为无论压力/逆境水平如何, 

只要有这样的保护因素存在, 总体功能就不会受

到损伤, 若这种因素不存在, 则发展功能会受到

损伤(图 3-B); “保护–增进的”子模型则指愈挫弥

坚, 即有这种调节性因素的参与, 压力/逆境水平

越高 , 则发展功能越好 , 若没有这种因素参与 , 

则发展功能会受到压力/逆境的损害(图 3-C); “保

护–反应的”子模型则是指若有这种保护性因素的

参与, 发展功能会比没有其参与情况下好, 但随

着压力 /逆境水平的增高 , 其保护作用逐渐下降

(图 3-D)。当然, 如果是分析脆性因子的调节作用, 

上述子模型框架也可借鉴。总体而言, 脆性因子

的功能表征是, 有要比没有这些因子时, 个体会

表现出更多的适应不良。比如, 可用“脆性–恒定

的” (vulnerable-stable)子模型来描述只要存在脆

性因子, 则无论压力/水平高低, 个体心理社会功

能都是一样地低, 而不存在脆性因子时, 个体心

理适应状况更好, 且在压力/逆境水平低时比高时

更好; 可用“脆性–反应的” (vulnerable-reactive)子

模型描画当脆性因子存在且随着压力 /逆境水平

增高, 个体适应状况更糟这一态势(Luthar et al., 

2000)。这些子模型对于揭示和分析保护性因子的

调节作用颇具启示价值, 同时还提示, 即便是调

节效应, 其表征与内在机制也可能不同, 这种细

致入微的分析, 不仅对于理论建构非常重要, 对

于相应预防、干预方案的实践操作也十分有益。 

2.3  间接模型 

间接模型的特点是压力/逆境因子、心理韧性

相关因子对心理社会功能的影响存在非直接作用

路径。举凡存在间接效应的模型, 均可归入间接

模型。间接效应包括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都是间

接效应, 而间接效应并不一定是中介效应(见 温

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 2004)。在图 3 中, 

左上、左下部分仅为间接效应的 2 个简单例示。

左上描画的是中介效应的一种, 即完全中介效应, 

此时危险因子不直接影响心理社会功能或积极适

应状况 , 而是经由资源因子传递起间接影响作

用。还存在一种不完全中介效应, 危险因子既对

结果变量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还经由中介因子对

结果变量间接起作用。比如, 父母养育效能或在

压力 /逆境对儿童心理社会功能发展影响中起中

介作用, 其可减低压力/逆境对心理社会功能发展

的直接消极作用(see Masten & Reed, 2002)。再如, 

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通过降低促肾上腺皮质素释

放激素(CRH)和蓝斑-去甲肾上腺素(LC-NE)系统

的活动水平从而利于个体的心理韧性发展, CRH

和 LC-NE是应激反应的两类神经基质系统, 其激

活会使个体产生“斗”或“逃” (fight or flight)的强烈

反应(Silk et al., 2007)。Stoll (2005)研究表明, 消

极问题定向(认知评价的一种)在乳腺癌严重程度

与创伤后应激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有研究者通

过考察心理社会危险的代际传递检验了心理脆性

(或韧性)的中介因子, 发现那些为少年母亲(第 1

代)所生者其子女(第 2 代), 与那些成年父母所生

者的子女或总体常模相比, 成为少年父母的危险

大为增加; 对第 2 代子女成为少年父母起预测作

用的因子(即中介因子)有：学业失败、生活贫困、

不良生活方式、心理健康问题等(Serbin & Karp, 

2004)。这些均是中介效应的例子。 

对于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包括完全中介或不

完全中介)可使用很多方法进行检验, 而“依次检

验法  + Sobel 检验法”的效力通常不错 (Frazier, 

Tix, & Barron, 2004; 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2005; 

温忠麟 等, 2004)。依次检验法有 3步, 这里假定

所有变量均经过中心化处理(即减去自身均数)。第

1步：在待检验中介因子未进入方程之前, 首先确

定压力/逆境指标(S)对心理社会功能发展结果(C)

是否有显著的直接效应, 即检验方程 Ĉ = β1S的回

归系数 β1的估计值 1̂ 是否显著。若 1̂ 显著, 则进

入下一步。第 2步：检验压力/逆境变量(S)对假设

的中介因子即资源变量(A)的影响是否显著, 即检

验方程 Â  = β2S 的回归系数 β2之估计值 2̂ 是否
显著。第 3步：检验压力逆境变量(S)和资源变量

(A)对于心理社会功能(C)的作用是否显著 , 即检

验方程 Ĉ = β1'S + β3A的回归系数 β1'和 β3之估计

值 '
1̂ 和 3̂ 的显著性。经由三步检验, 若发现 1̂ , 

'
1̂ , 2̂ 和 3̂ 皆显著, 且 '

1 1
ˆ ˆ  (说明由于假设的

中介因子资源变量的加入, 导致压力/逆境对心理

社会发展结果的直接影响减弱), 此时即发生了不

完全中介效应; 若 '
1̂ 不显著而 1̂ , 2̂ 和 3̂ 显著, 

则发生了完全中介效应; 若 2̂ 和 3̂ 至少有一个
不显著 , 则需要引入 Sobel 一阶近似检验(即对

2 3
ˆ ˆ  进行检验 , 检验方法并不限于 Sobel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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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还有 Goodman I, II法等; 还可以对 '
1 1
ˆ ˆ  的

显著性进行检验, 比如 Clogg等人或 Freedman等

人提出的方法) (见 温忠麟 等, 2004; 辛自强, 池

丽萍, 2003), 若检验结果显著则说明资源变量(A)中

介效应显著, 否则中介效应不显著。这个方法也适

用于存在多个自变量或(和)多个待检中介变量的中

介效应检验, 只是此时再检验是否完全中介已没有

太大意义, 研究者需要在检验前明确哪个自变量经

由哪个中介变量的问题(见 温忠麟 等, 2004)。 

还需要提及三点：其一, 在中介效应依次检

验过程中, 如果 β1的估计值 1̂ 不显著, 即可中止

中介效应检验(因为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显著是

中介效应的大前提), 得出资源因子 A中介效应不

显著的结论(Frazier et al., 2004; Kenny & Judd, 

1984)。但也有研究者发现, 可能存在一种特殊的

变量, 能够在本来相关不显著的两个变量间建立

起间接联系, 因此, 也可选择继续接下来的步骤

尝试做检验, 看是否存在间接效应(见 温忠麟 等, 

2004; 辛自强, 池丽萍, 2003)。其二, 这里仅以压

力/逆境变量、假设中介变量(资源)和心理社会功

能变量作为例示, 实际上, 资源变量间也可能被

另一些资源变量中介或调节(see Kaplan, 1999, pp. 

53−54), 而且起中介效应的因子许多情况下可能

不止 1 个, 即便是压力/逆境变量为类别变量或(和)

心理社会功能为二分变量, 变量水平不在一个层

级, 也仍可通过结构方程软件或专门的统计程序

(插件 )很方便地实现检验 (Preacher & Hayes, 

2008)。其三, 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中介调节模型

及调节中介模型, 这些均需在研究中予以考虑并

采用合宜而稳健的方法加以检验(Muller, Judd, & 

Yzerbyt, 2005; Wirtz, 2007)。 

在图 2 左下描画的是干预效应, 通过保护性

或预防性因子的启动及作用, 甚或可通过防患于

未然从而避免压力/危险因子产生。比如, 早产对

于儿童发展是个高危因子, 但如果在产前做好保

健和护理 , 可能会完全避免婴儿早产(Masten & 

Reed, 2002); 同样, 如果母亲受孕前、孕中及婴儿

养育过程中没有抽烟、酗酒及物质滥用, 则儿童

就不太会受机体羸弱之苦。再如, 当地高犯罪率

是一个高危因子, 但若选择搬迁到犯罪率低的城

市, 可有效防止由此而造成的潜在发展损伤, 在

此意义上讲, “孟母三迁”对于发展着的儿童有不

可忽略的积极价值。许多压力/逆境因子的扭转或

改变通常情况下并非个人、一家人或一个区域的

人之力所能及, 此方面的社会政策意蕴显而易见, 

比如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改善

住医教条件、惩恶扬善打击犯罪、增加社会保障、

重视和改变弱势群体处境、提升生活满意度和幸

福感 , 建构更加和谐的社会等 (see Goldstein & 

Brooks, 2005; Greene, 2002; Rutter, 2000, 2012)。 

2.4  以变量为中心进路简评 

以变量为中心的心理韧性研究进路, 聚焦于

压力/逆境因子、心理韧性相关因子及心理社会发

展结果指标, 以识别和发现心理韧性相关因子的

作用为己任, 通过累加模型、相互作用模型、间

接模型, 从心理行为层面推断和揭示心理韧性的

机制, 具有与以人为中心的心理韧性研究进路相

当的效力, 在理论建构指引和实践操作导向方面

具有显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在研究过程中, 研

究者根据理论思考和数据特征, 可选用 2 条进路

之一或者兼而用之(以一条为主导, 另一条作补充)

以探测更清晰的心理韧性原因机制。但需要指出, 

即便将这两条进路结合起来, 还是不足以充分揭

示“缘何有些人经历了严重压力/逆境出现发展‘坍

陷’, 而另一些不仅摧而不垮甚或愈挫弥坚”这一

心理韧性核心命题。这是因为, 在个体发展过程

中, 不仅许多变量(如资源性因子、“危险资源游

滑因子”, 还有心理社会发展诸指标 , 危险 /逆境

因子等)间并非单向影响关系, 即模型中可能存在

互为因果关系的变量及路径, 而且, 变量间也可

能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变量的作用功能表征多

数情况下可能并不随量的线性增加而匀速递增

(或递减), 即便是相同水平的变量其作用也会因

背景变量(比如群体、文化类型)不同而相异, 这些

均应在研究中加以注意。更为重要的是, 上述的

进路均缺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子：时间。发展是

时间的函数 , 没有时间因素的加入 , 得出的“因

果”更可能仅是数理层面的, 而非机理层面的。还

有, 上述均是静态的进路, 涉及动态的讨论分析

皆来自于推断或相关的证据支撑, 只有加入时间

因子, 因果关系揭示与动态过程描画才能得以较

好完成(Leadbeater, Dodgen, & Solarz, 2005)。接下

来需要讨论时间路径模型(pathway models)。 

3  时间路径进路 

时间路径进路以时间为自变量之一, 聚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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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某对象个体或群体在严重压力 /逆境开始前

后至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到生命终结)心理社会

功能变化过程特点, 经由对相关变量进行时间点

采样, 甄别和刻画多种心理发展模式, 通过对心

理韧性发展模式与非心理韧性发展模式进行对比, 

把握人类压力 /逆境适应系统的运作特征及其功

能差异 , 确认那些促进压力 /逆境良好适应(比如

心理韧性发展)或导致心理非韧性发展的因素(组

合), 推断其作用过程及机制(see Masten & Reed, 

2002)。时间路径模型实际上也可称作时间进程模

型或时间序列模型。在此意义上, 无论是个案追

踪还是群体追踪研究, 皆可归入时间路径模型。

在压力/逆境→心理行为发展因果框架内, 循时间

维度识别不同人群的发展模式, 进行发展特点和

成因机制比较, 是时间路径模型的重要优势。这

里即将介绍的时间路径模型代表, 在启迪心理韧

性研究进路提升研究效力方面颇具启示意义。主

要介绍 3种代表性时间路径模型：个案追踪模型、

Bonanno 等人的创伤事件后适应水平演化模型及

Masten 等人灾祸前后心理适应功能变化模型, 后

两种模型属群体追踪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时

间路径模型研究的操作化问题。 

3.1  个案追踪模型 

属最简单的时间路径模型, 旨在考察遭遇了

严重压力 /逆境事件的单一研究个案身心功能发

展变化过程 , 以推测心理韧性发展的特征与机

制。个案追踪方面, Masten和 O’Connor (1989)曾

通过对一名叫“Sara”的研究对象的追踪记录 , 绘

制出该个案的成长曲线图, 生动描绘了 Sara 出生

至 48月期间的身高、体重变化情况：因为一场灾

难 Sara 刚满 12 个月便不幸失去双亲, 在 12~30

个月间, Sara 的成长急剧变慢, 而其在 30 个月左

右大时被医院收治并被一爱心家庭收养后, 又立

即恢复至正常发展轨道。类似的个案发展变化报

告令人印象深刻(see Anthony, 1987b; Eisold, 2005; 

Masten et al., 1990; Werner & Smith, 1982), 也可

为学界提供认识心理韧性的谨慎见解。但毕竟个

案均有其独一无二的特征, 这使得将某个案的研

究结果推广至他人或更广泛群体有其显见的限制, 

因此 , 走向个案整合(由单汇群), 把生活状况相

似者作为样本进行研究, 提升结果的推断效力及

概括化程度 , 是研究的必然走向 (see Masten & 

Obradović, 2006)。但这并非说个案研究就应该退

出研究舞台, 实际上, 无论作为单独的研究以揭

示人的发展结果多样性和原因多重性, 还是作为

其他心理韧性研究进路的佐证或深描, 个案追踪

模型均有其独到的价值(席居哲, 左志宏, 2009)。 

3.2  群体追踪模型 

3.2.1  Bonanno 等人的创伤事件后适应水平演化

模型   

Bonanno等人(Bonanno, 2004, 2005; Bonanno, 

Westphal, & Mancini, 2011)有关创伤事件发生后

一段时期内心理社会功能受损程度演进过程分析

见图 4-A。图形显示, 当事者生活中发生创伤事件

(比如经历 9·11 恐怖袭击、亲人离丧等)后, 短期

内心理社会功能水平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但

显而易见的是, 受影响群体应对创伤事件的适应

状况自一开始便出现了明显分野, 经历 1~2 年的

时间历程后, 创伤事件激惹起的心理社会功能变

化便有了明晰可辨的模式类别：首先, 一群人面

对创伤事件, 身心功能遭受重创, 他们的心理行

为很快就会出现机能失调, 进入障碍一列, 而且

再不能回至创伤前的水平 , 这一群人即为“长期

受损”型, 该群体约占 10%~30%; 另一群人在创

伤事件发生后, 身心功能有较大幅度下滑, 但次

于长期受损者, 不过, 他们的心理社会功能经历

了短期下滑后, 便步入回复轨道, 在 2 年左右时

间里 , 基本上可以回到创伤事件发生前的水平 , 

这群人属于“心理恢复”型, 约占 15%~35%; 还有

一群态势与之相反, 创伤事件发生伊始, 其身心

功能下滑比心理恢复者还要少, 但是经过一段时

间后, 身心健康却每况愈下, 至 2年左右, 其与长

期受损者已十分接近, 这群人身上显然发生了损

伤性延迟效应 , 属于 “延迟受损 ”型 , 约占

5%~10%; 其余一群在创伤事件发生后心理社会

功能有小幅度下滑, 但下滑程度均小于其他群体, 

且很快就回升至创伤事件发生前的状态, 受到的

影响着实轻微, 这就是摧而不垮的“心理韧性”者, 

该群体比例约 35%~65% (Bonanno, 2004, 2005; 

Bonanno et al., 2011)。 

Bonanno 的模型中可以看出心理韧性与心理

恢复(复原)存在本质差异, Bonanno等也一直力主

将两者分开, 这不仅是因为两者代表着不同的发

展模式, 更重要的是彰显了作为积极发展的心理

韧性与传统研究中所持的恢复有着过程与机制的本

质区别(see Bonanno, 2004; Bonanno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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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创伤事件发生对心理适应功能影响的时间路径模型 

注: 图 4-A 根据 Bonanno等(2011), Bonanno (2004, 2005); 图 4-B 采自 Masten和 Obradović(2008) 
 

但这两个概念经常被一些学者混淆, 甚至有人认

为心理韧性只不过是心理恢复(复原)、良好适应的

“时髦”而“炫彩”的新名词而已(see Luthar et al., 

2000), 图中一目了然的区分, 为厘清这些概念的

内涵与外延提供了简洁且有力的框架。 

3.2.2  Masten 等人灾祸前后心理适应功能变化

模型   

Masten等人(Masten, Monn, & Supkoff, 2011; 

Masten & Obradović, 2007; Masten & Reed, 2002)

提出的灾祸前后心理适应功能变化时间路径模型, 

比之 Bonanno等的模型似更周全, 见图 4-B。灾祸

(诸如恶疾流行、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暴发后的一

段时间中, 理论上可从受影响群体中析出多种适

应模式。图 4-B 描画了灾祸开始前后时间历程中

的这些灾祸应对和反应模式的形态, 大致分为：I 

耐挫抗压型(resistance), 这些人在危机期间功能

完好无损; II 延迟坍陷(delayed breakdown), 最初

似颇耐挫 , 但随后崩塌 ; III 正常恢复 (normal 

recovery), 心理社会功能先降低 , 后随灾祸余波

渐微功能复原; IV 即刻坍陷(breakdown without 

recovery), 灾祸开始即被摧垮 , 且不能恢复 ; V 

积极转化(positive transformation)之一, 面对不利

愈挫弥坚, 起点高的蓬勃发展; VI 积极转化之二, 

起点较低的茁壮成长(早些的文献未将积极转化

区分为起点高的和起点低的, 见 Masten 和 Reed 

(2002, p. 81) ); VII 持续适应不良 (persistent 

maladaptation), 心理社会功能始终低下 , 并出现

由灾祸带来的创伤症候; VIII 非反应性适应不良

(unresponsive maladaptation), 由于心理适应状况

极糟 , 创伤事件发生对其似乎没有影响 , Masten

和 Obradović(2007)认为这可能反映了适应功能系统

的地板效应。其中, I, III, V, VI 属韧性发展(但

Bonanno认为 III即正常恢复不能归入心理韧性类别

的, 见上一段讨论); II, IV, VII, VIII属非韧性发展。 

3.2.3  两群体追踪模型比较   

容易注意到, Masten和 Obradović模型中有 2

条平的直线。然而, 人们遇到突发而严重的创伤

事件, 会处于高度应激状态并伴随诸如沮丧、愤

怒、焦虑、悲伤、发呆等一系列消极情绪反应

(Schwartz & Schulz, 2002), 因此, 出现心理社会

功能振荡实为正常不过, 只是不同当事者的个人

适应特征及资源因子不同, 导致了心理韧性与其

他类型压力/逆境适应模式的分野。从这个方面来

看, 似乎考虑到创伤事件发生均给当事者带来惊

跳反应的 Bonanno 等的模型描述得更为生动。但

需要提及的是, Masten 及同事的模型重在揭示压

力/逆境事件发生后的不同进程模式, 并将之大致

分为 8 种模式, 这一点比 Bonanno 的模型更为精

细。还有, Masten等模型中的时间更为宏观, 并未

拘泥于创伤事件发生之后 1~2 年, 其模型有明显

的毕生倾向, 这一点充分反映在其相关文献和观

点中(Masten et al., 2011; Masten & Reed,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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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 最好将 2 条平的直线看作是更宏观视

角下的近似, 其意决非没有任何波动。尽管该时

间路径模型划分出多达 8 种发展模式, 但 Masten

和 Obradović(2007)指出仍存在其他模式的可能。

此外, 压力/逆境事件性质不同, 上述各发展模式

路径形态也会有别。比如, 突遇剧烈的创伤事件

(亲人突然车祸离世)与身陷长期不利处境(父母上

演婚姻冲突马拉松)两种条件下, 心理韧性发展路

径演进形态会存在不同 (Masten et al., 2011, p. 

109), 这些在研究设计和分析时也是需要加以考

虑的。 

3.3  时间路径进路的操作化 

由时间路径模型易知横断面研究存在的重要

不足。比如, 若采用以人为中心的研究进路, 那么

在严重压力/逆境事件发生的早期开展研究, 极易

导致研究对象分群失误, 会出现把延迟受损者当

作心理韧性者、把心理恢复者当作心理脆性者的

误判, 得出的研究结果与结论就很成疑问。同样, 

时间缺位的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进路, 则因其未

能有效揭示和反映诸变量的变化及关系态势, 所

得出的结果与结论亦不能很好反映心理韧性及其

发展。一言蔽之, 静态的横断研究所探查的实际

上并非发展, 而只是捕获了发展的一个切片。因

此, 要揭示心理韧性的发展过程, 非常有必要采

用以时间路径模型为指导的研究进路。在研究设

计上 , 需要事先考虑是采用总群设计 (total 

population design)还是重复横断设计(repeated cross- 

sectional design), 是滚动小组设计(revolving panel 

design)还是多群组设计 (multiple cohort panel 

design)等(Menard, 2008)。分析技术路线则须基于

研究目的、研究设计具体类型及所测变量(是何量

表或数据类型)综合而定。下面择两类心理韧性研

究颇为有用的分析技术, 对时间进程研究进路予

以例解。 

3.3.1  交叉滞后模型(cross-lagged model)   

图 5-A 是一交叉滞后模型分析样例示意。在

3 个时间点分别测量研究对象的心理社会功能及

资源/危险因子 , 心理社会功能与资源/危险因子

的各自前后预测关系由依次联结 3 时点的自回归

(auto-regressive)予以估计, 当然还可在 t1与 t3时

点之间建立自回归路径。而资源/危险因子与心理

社会功能相邻异时点前后路径, 比如, 资源/危险

(t1)→心理社会功能(t2), 或者心理社会功能(t2)→

资源 /危险因子(t3)等 , 即为交叉滞后效应 , 表示

前一时点原因变量对后一时点结果变量的影响。

在 t1 点心理社会功能与资源/危险因子变量间的

双向箭头表示两潜变量间的协方差, 在 t2与 t3点

则为残差协方差(residual covariance), 这是因为 t1

点时协方差已得到部分解释。该模型的两个重要

特点对于解析心理韧性(非心理韧性)过程颇具启

发价值：其一, 前一时点原因变量对后一时点结

果具有时滞性影响, 即, 这种影响需要经由一段

时间才表露出来。其二, 资源/危险因子与心理社

会功能指标在时序上互为因果、相互交叠, 这就

意味着, 在时间序列上, 不仅资源/危险因子影响

着心理社会功能, 心理社会功能也影响着资源/危

险因子。比如, 儿童行为(心理社会功能表现)会受

到父母教养行为或学校环境(资源/危险因子)的影

响, 反过来, 儿童行为还会影响到父母教养行为

或学校环境(Patterson, Reid, & Dishion, 1992)。行

为问题可能会让父母大为光火, 也会因此影响到

班级和学校安置 , 会使当事者与不良同伴为伍 , 

这些又会固着甚或恶化儿童的问题行为, 并进一

步将其曝露于消极生活事件中(Masten, 1999)。交

叉滞后模型对于分析资源 /压力因子与心理社会

功能之间时间进程上的彼此影响颇为便利。 

图 5-A可用以分析发展学者(Sameroff, 2009)

所秉持的心理发展诸变量动态相互作用的观点 , 

即动态相互作用模型(transactional model)。该模型

将发展视为个体与其家庭、社会环境提供的经验

间动态相互作用之产物, 这就要求研究时对个体

及环境之于发展的影响给予同等重视, 环境提供

的经验不再被视为独立于个体之外的自在之物 , 

个体与环境间、影响因子与发展结果间存在着双

向相互影响。比如, 儿童出生不幸出现并发症(t1)

会让一位原本还算平静的母亲在头几个月焦虑担

忧(t2), 这会导致她不一致和不恰当地与孩子互

动, 孩子因此极易出现吃无规律、作息无常等特

征, 表现出困难的气质(t3), 这将大大减低母亲的

育儿快乐, 从而减少与儿童的互动时间(母亲回避) 

(t4), 成人不与儿童积极互动, 从而导致语言发展

不足和社会交往困难(t5), 等等, 这是一个典型心

理非韧性发展的例子 (see Sameroff & Fiese, 

2000)。当然, 如果母亲有效克服了最初的焦虑担

忧, 注意营造结构化且敏感、温暖富有活力的养

育氛围, 母婴之间持续的良性互动则为心理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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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创造了机会。显而易见, 这里蕴藏着丰富的

干预契机。Sameroff和 Fiese (2000)曾提出过一个

动态相互作用干预 3R模式：矫正(remediation), 运

用于早期 , 比如对早产低重婴儿进行触感刺激 ; 

重新定义(redefinition), 运用于中期, 比如去除父

母的育儿焦虑, 勿将早产低重子女视为不正常的; 

再教育(reeducation), 多运用于较新近时程, 比如, 

对早产低重子女的父母授以科学养育之法, 等。

所应指出, 基于图 5-A 的模型, 还可用以检验可

能的中介效应。 
 

 
 

图 5  代表性的心理韧性时间路径模型研究进路分析操作化示意 

注: 图 5-A 根据 Masten (1999), Sameroff和 Fiese (2000); 图 5-B 根据 Muthén和 Muthén (1998–2010) 
 

3.3.2  综合性追踪模型示例   

图 5-B则为一组综合性纵向模型的分析样例, 

可用以代指若干代表性的追踪研究分析进路。第

一 , 该模型可代表含有时间-稳定(time-invariant)

原因变量和时间-变化(time-variant)原因变量对随

时间而变化的心理社会功能变量的影响分析。时

间-稳定变量比如人格特质、父母教育水平等; 时

间-变化变量比如问题解决技能、学校环境等。当

然这两种变量的区分是相对的, 研究者可通过多

时点测量和比较予以识别。在该模型中, 时间-变

化的资源/危险因子与时间-变化的心理社会功能

变量间同时点影响以单向箭头表示。为考察时间-

稳定因子的作用, 需要对心理社会功能的发展进

行估计, 以截距(i)和斜率(S)的均值、方差及路径

系数等指标予以衡量, 并求时间-稳定因子到截距

和斜率的回归。模型设定时, 允许自变量误差间、

截距与斜率残差间相关。由此, 可同时估计两类

原因变量对心理社会发展功能的作用。模型中自

变量与因变量可以是显变量或(和)潜变量。 

第二 , 该模型可表示多群组 (multiple cohort 

panel)追踪分析。纵向研究常对生年不同的几个样

群(同年生者为一样群)进行追踪, 完成若干次数

据收集, 以考察结果变量的年龄发展效应, 这就

是多群组设计。该设计可以用较短的时间获取比

一组追踪更宽和更长的数据, 因此这又被称为加

速 设 计 (accelerated design)或 序 列 样 群 设 计

(sequential cohort design)。多群组追踪研究进路的

优点在于, 可对研究者感兴趣的变量发展参数(如

发展速度、速度变化等)是否具有跨群一致性进行

检验(see Muthén & Muthén, 1998–2010)。具体而

言 , 是将所有相同时点测得的原因变量(资源/危

险因子 t1→t4)至结果变量(心理社会功能 t1→t4)

的路径、结果变量的残差方差设为群间相等, 以

检验模型拟合情况。图 5-B中还包括 2个时间-稳

定因子, 那么模型设定时还需将心理社会功能发

展的截距(i)、斜率(S)之均值、时间稳定因子到截

距和斜率的回归系数设为群间相等。仍以图 5-B

为例, 如果有证据表明心理社会功能发展有拐点, 

则需要考虑拐点间的斜率, 此时应引入分段模型

(piecewise model)策略 ; 若变量随时间并非线性

增长, 那么需要考虑加入二次项甚或多次项。 

第三, 该模型可表示多平行组追踪分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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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男生、女生的分析比较; 对不同测查手段(如

网上填写、纸笔填写、口头回答)所获纵向数据比

较等。而这种因素的加入, 使得对调节效应的检

验成为可能, 比如, 以情商分组(高、低)检验资源

或(和)危险因子对心理社会功能的长时影响等。 

3.4  路径进路简评 

时间因子的加入, 使得对心理社会功能发展

的因果性探寻变得更有把握, 以纵向设计为特征

的追踪研究乃时间路径模型研究进路之核心。研

究者由此进路既可得悉压力 /逆境事件发生前后

的心理社会功能变化情形, 也可获知保护性因子

出现后心理行为的发展态势; 既能检测压力/逆境

因子及心理韧性(脆性)相关因子在某时点的直接

或间接作用, 也可检验这些因子在纵向时程上的

中介或调节效应 ; 不仅能够检验线性增长趋势 , 

还可以检验二次乃至多次增长趋势; 既可揭示某

时段内心理与行为的动态性, 也可比较不同时段

间心理与行为动态性之差异; 既可考察那些不随

时间而变化的变量之效应, 也可考察依时间而变

化的变量之效应, 还可同时将这些变量纳入同一

模型进行检验。该模型在揭示心理韧性发展过程

及其可能机制方面功效高、极稳健, 但对研究设

计和统计分析功底要求很高, 研究者往往需要对

样本群体追踪多年, 谙熟多种纵向统计模型估计

技术。不止如此, 研究者还要面临选取哪些因子

进行追踪考察的抉择, 所以, 尽管避开了“发展切

片”之嫌, 但仍存在“因素框取”之疑。 

4  因素-过程整合进路 

4.1  生态系统理论视野中的心理韧性研究 

由于影响因素多重性和发展结果多样性导致

了对心理韧性解读的复杂局面, 研究者往往可能

是以类似于用照相机取景框选定风景的方式 , 

“圈”定自己的研究视域。考虑到与心理韧性发展

有关的因素如此众多, 那么, 研究者以框选方式

“片取”定题和探查的做法似无可厚非。不过, 这种

研究进路难以避免因素遴选时顾此失彼, 因素与

过程不能协调兼顾的风险, 势必影响到研究的揭

示性与概括化程度。如果能站在更高的视角, 将

已有研究揭示的心理韧性相关因子与心理韧性产

生过程予以统整, 对深入、细致和系统剖析心理

韧性机制大有裨益。而这恐怕唯有较强主题统合

性和解释指导效力、可担当元理论的思想体系方

能胜任。所以, 心理发展生态系统理论走向心理

韧性研究指导理论的位置有其必然性。实际上 , 

该理论体系在心理韧性研究第 2 次浪潮时就已经

在履行其研究指导框架之职了(Wright & Masten, 

2005)。心理发展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发展是人主动

与其嵌入其中的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过程在时间维

度上“运转”的结果, 这也是其秉承者所提出的过

程 -人 -环境 -时间模型 (PPCT model)思想的内核

(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98, 2006)。生态系统

理论将影响人的心理发展的因素分为近端的和远

端的(distal), 并将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区分

为微、中、外、宏诸层级, 认为人与其嵌入其中

的生态环境不断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过程尤其是

近端相互作用过程是心理发展的“发动机”, 同时

指出, 人并非被动接受环境影响, 而是主动与外

界进行互动并建构自己的经验世界。该理论对于

心理韧性发展研究主要聚焦哪些因子与过程给出

了框架性参照, 应成为也已成为心理韧性理论(比

如阐释与建构基点)与实践研究(比如干预、预防与

促进着力点)的重要进路指南(Howard, Dryden, & 

Johnson, 1999; Wright & Masten, 2005)。而

Kumpfer (1999)所提出的心理韧性框架(resiliency 

framework)模型即是以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 , 将

因素与过程整合在一起的颇具代表性的心理韧性

研究进路参考体系。 

4.2  心理韧性框架概览 

Kumpfer (1999)所提出的心理韧性框架模型

是以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兼顾重点与整合、因素

与过程、内源与外源、韧性与非韧性, 具有普适

性的心理韧性研究进路参考体系。该模型基于生

态系统理论和已有研究证据, 对心理韧性研究提

供了一套机制解释策略基准框架, 可谓一个集大

成的因素-过程整合模型。具体见图 6。 

该模型把业已证明具有心理韧性提升功能的

因子, 贯穿于以人-环境交互作用为主线的动态适

应过程框架, 主要包括 3 个方面：(1)环境预测因

子, 包括危险因子和保护性因子; (2)心理韧性者

的主体特征; (3)经历过消极生活事件, 以及在人

与环境间、人与适应结果间起中介作用的诸动态

过程后, 当事者达到韧性重整的积极发展结果(或

非韧性重整的不良发展结果)。此因子-过程整合模

型具体涉及到 6 个关键构念, 包括：4 个影响域

(domains of influence), 即严重压力或挑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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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心理韧性因素-过程整合模型 

注: 采自 Kumpfer (1999, p. 185) 
 

背景、个体特征、适应结果; 以及 2 个动态相互

作用过程, 即环境与个体间、个体与适应结果间

的作用过程。现在从图 6 依左至右的顺序解释心

理韧性的过程机制。具体而言, 作为输入刺激的

压力或挑战, 打破或破坏了个体或(和)组织单元

(比如, 家庭、群体或社区等)内部的动态平衡, 心

理韧性过程因此被激活。外部环境背景包括外部

环境(如家庭、学校、同伴群体、社区乃至文化)

中对个体成长起关键影响的危险因子与保护性因

子的平衡度及相互作用过程, 这些会因地域、文

化和历史时期不同而变化。接下来是个体与其所

处环境间的动态相互作用过程, 包括个体及重要

他人(比如儿童及其照料者)或主动或被动地尝试

对面临的威胁、挑战或困难进行体认、解释并加

以克服, 努力建构一个更具保护性的环境系统。

此后即个体内在资源, 涉及 5 个方面的主体特征, 

包括精神的、认知的、社会/行为的、身体的和情

绪情感的能力或力量, 这些能力或力量为在不同

发展任务、不同个体环境乃至不同文化中取得成

功所必需。下面进入心理韧性过程, 此过程或长

或短, 个体经由危险/逆境逐渐接触习得了压力应

对技巧, 帮助其从压力中回弹实现韧性重整, 其

反面结果即是适应不良(即非韧性)。而在某些具体

发展任务上取得的积极发展/应对结果, 将对今后

新发展任务上的积极适应起支持作用, 亦即, 积

极发展/适应结果可预测以后再遇压力/逆境时的

韧性重整, 如此, 个体便跻身心理韧性者之列。 

4.3  心理韧性框架要件   

作为模型整合性的内在要求, 对上述 6 个构

念的内涵, Kumpfer (1999)据已有研究和理论思考

进行了较明晰的界定。(1)严重的压力或挑战。涉

及生活压力或挑战、打破或破坏机体与外界动态

平衡的压力刺激源或事件、可预期的挑战及不可

预期的消极经历等, 而个体觉知到的压力或挑战

的严峻程度, 则赖于其如何看、怎样评价及是否

将压力视为有威胁的或嫌恶的。Kumpfer 的模型

以诱发事件为起点(输入), 以发展/适应结果为终

点(输出), 认为是诱发刺激启动了心理韧性(适应)

过程。作为起始输入的刺激, 应为可打破或破坏

机体与外界动态平衡的严重压力或挑战, 比如严

重的天灾或人祸。 

(2)外部环境危险与保护性因子。Kumpfer 认

为有必要对“高危” (high-risk)环境和良好适应的

“高危”儿童进行详细界定, 这是因为人们常把处

境高度危险(比如家境贫寒、父母冲突不断)者和内

在高度危险(比如存在生物学、遗传学缺陷及人格

障碍)者相混淆。实际上, 大多数研究报告的心理

韧性发展“高危”个体多指处境高度危险者, 而较

少指类似上述的内在高危者; 不过, 现在对内在

高危者的研究有增多趋势。此处的外部环境危险

因子是指个体所处的时程迁延的逆境(p.190), 以

与作为激活心理韧性过程的严重、剧烈的压力/挑

战刺激事件相区分。笔者认为, 这与 Masten等人

的危险因子与资源/危险因子的区分颇为相似。若

将环境危险与保护性因子统合考虑, 可以找到前

述“危险资源游滑因子”的影子, 因为“当严重的

或绵延的压力事件发生后, 这些环境背景(因子)

可缓冲或加剧[压力事件的]消极影响” (p.189),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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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Kumpfer 这里的分类似未及 Masten 及同事

(e.g., Masten & Reed, 2002)的精致, 前者是从内

外角度划分的, 而后者则是从因子功能性质上划

分的。  

(3)个体-环境动态相互作用过程。关注动态相

互作用过程是该模型的一大特色, 的确, 大多数

研究有关注心理韧性相关因素甚于过程(特别是

动态相互作用)之嫌。一些过程助于个体把高危环

境转换为更具保护性的环境以利于韧性重整或积

极适应, 比如：选择性觉知, 关注负性事件的积极

面及对成长的积极价值; 认知重构, 改变非理性

的信念等; 谋划与梦想, 谋划是打有准备之仗增

加胜算可能性 , 而梦想往往与愿景和希望相伴

随 ; 与良师益友为伴 , 正所谓“近朱者赤”; 主动

改变环境 ,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影响和改变

周遭环境; 主动应对, 积极主动应对是战胜逆境

最佳之选。 

(4)个体内部心理韧性因子。包括 5个类别：

其一为精神或动机特征, 涉及梦想与目标, 信仰

系统(包括生活打算), 认为自己独一无二 , 独立

自主性, 内部控制源、希望感和乐观, 决心与毅力

等; 其二为认知能力, 包括良好的智能、学业技能

和工作本领, 高水平道德推理能力, 洞见力及反

省能力 , 保持自尊及自尊恢复能力 , 谋划能力 , 

以及创造力等; 其三为行为/社会能力, 社会技能

与城市处事能力 (street smarts), 问题解决技能 , 

多元文化与两性相处能力, 同理心和人际社交技

能等; 其四是情绪稳定性及情绪管理能力, 具体

有幸福感、情绪管理技能、幽默感等; 其五为生

理健康及身体能力, 包括健康状况良好、健康保

持技能、身体优资发展及身体吸引力等。 

(5)韧性过程。这里涉及一个“心理韧性过程模

型”, 若压力与挑战未被外部社会环境保护过程

或生物心理精神韧性因子平衡, 就会导致个体内

部系统动态平衡被打破或破坏, 若有环境保护因

子出现, 则外部环境积极与消极力量消长态势出

现逆转, 外部环境恢复动态平衡, 这会促使个体

失序状况得以缓解或消除。此过程模型包括源于

环境重整过程(比如保护因子出现或增强)而来的

若干系统重整过程层级：心理韧性重整, 表现为

更高水平的弹性和韧性; 动态平衡重整, 表现为

回归到压力或挑战发生前的水平; 不良适应重整, 

即较低水平的重整状态; 功能障碍重整, 表现为

积极心理社会功能大幅度下滑 , 出现功能障碍 , 

即非心理韧性。若要促进不利处境个体心理韧性

发展, 则干预者可从 4 个过程入手进行：社会环

境保护过程, 防止当事者身心系统出现失衡或失

序; 社会环境增强过程 , 提升保护因子力量; 社

会环境支持过程, 给保护因子提供持续能量供应; 

社会环境重整过程 , 催生保护性因子以制衡压

力、挑战的不利影响, 从而支持心理韧性重整。 

(6)积极结果。需要统合考虑不同领域、不同

群体、不同文化中有关成功应对或积极发展的界

定。但毫无疑问的是, 就跨文化视角而言, 这是一

个兼具文化共同性和文化具体性的问题。 

4.4  因素-过程整合进路简评 

作为心理韧性因子 -过程整合进路的代表 , 

Kumper的心理韧性框架以生态系统观为指导, 兼

顾因子和过程, 把那些业已为研究所揭示的心理

韧性有关因子重点而不失全面地筛选出来, 并把

心理韧性过程细分为人-环境动态相互作用过程

和适应重整过程, 较系统地描画了由压力、挑战

激活的个体身心系统由失衡失序到重整的过程图

景, 其对心理韧性已有研究的整合功效尚鲜见有

模型出其右者。该模型尝试对环境刺激、环境缓

冲过程(动态相互作用)、个体内部中介因子(主体

特征)、韧性过程(动态相互作用)以及心理韧性发

展结果进行了厘清; 从整合的视角对心理韧性多

重因果性予以俯瞰性统摄, 容易知道, 许多研究

其实仅为该模型框架的一部分(see Kumpfer, 1999, 

p. 184); 从此模型出发, 研究者易知自己处在该

“地图”上的什么位置, 在分析讨论时, 该框架会

随时提醒心理韧性研究之“全局”而不至于迷失。

而该模型并非“看上去很美”的华而不实或堆砌之

作 , 已有基于此模型而开展的系统研究 (cf. 

Kumpfer, 1999), 证明其可以胜任心理韧性研究

进路指导框架之职(其操作化主要依靠结构方程

建模技术实现)。一个系统的心理韧性研究进路或

框架应不仅能为整合个体与环境层面危险与保护

性因子作用的研究提供渠道, 而且还应聚焦于适

应和心理韧性过程 (Egeland, Carlson, & Sroufe, 

1993), Kumpfer 的模型与这些标准颇为契合。然

而, 也应看到, 该模型尚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第

一, 其把严重压力或挑战性刺激作为模型的输入

端, 并提出这些前因性刺激事件激活了心理韧性

(脆性)过程, 这种观念是可取的。但是, 该模型把



第 9期 席居哲等: 心理韧性研究诸进路 1443 

 

 

这些前因性刺激事件与外部环境危险因子以是否

剧烈(acute)或迁延(chronic)相区分的做法颇值得

商榷。其实, 压力/逆境事件存在端点与时程两种

属性, 这就意味着实难将其模型中所说的严重压

力、挑战和外部环境危险因子相区分。甚者, 一

些压力、挑战性事件可能在当事者出生之前就已

经发生了, 比如某殷实之家在其孩子降生之前突

遇灾祸 , 待孩子出生时已经一贫如洗 , 那么 , 这

种情形依此模型就很难找到所谓“激活(非)心理韧

性过程”的启动事件。而若用前述 Masten 及同事

(e.g., Masten & Reed, 2002)危险因子与“资源危

险游滑因子”相区分的策略, 则会消除这个问题。

第二, 该模型把心理韧性过程区分为人-环境动态

相互作用过程和身心系统重整过程 , 但实际上 , 

这两个过程可能是并行的或交替进行的, 过程先

与后的区分似显纯粹。第三, 对人的主体特征作

用强调尚显不够, 在第一个过程中, 模型强调的

是环境中危险因子与保护性因子的力量对比, 人

的作用虽然经由选择性觉知、认知重构、改变环

境及主动应对诸方面体现, 但在促进身心系统重

整过程(第二过程)中, 模型对环境保护因子的出

现及加强过程的作用似比对个体内部特征的作用

更为重视些, 这样强调固然突出了外部干预的意

义和切入点, 但若能多体现主体性在心理韧性发

展的作用, 则会更好。第四, 该模型兼顾因子的前

提下强调了两个过程, 但对过程的时间特征体现

得尚不够充分, 对时间历程的分析较为缺乏。若

能在研究中对上述不足加以克服, 必将助于研究

效力的再提升。但总起来说, 该框架提供了一个

较全面和系统的心理韧性发展研究进路参考体系, 

与此相比, 上述不足可谓瑕不掩瑜了。 

5  小结与展望 

研究进路关乎该领域探究时的“立题”、“破

题”与“解题”并要“切题”, 涉及将研究“想法”变为

“做法”、“方法”和“技法”, 并合乎“章法”的基本研

究策略问题。迄今心理韧性领域出现了以人为中

心的模型、变量中心模型、时间路径模型和因素-

过程整合模型等研究进路框架, 心理韧性研究者

了然于胸这些进路及其操作, 对于选择适切的研

究设计与分析策略, 取长避短, 做好方法进路配

合, 从而提高研究揭示效力是大有裨益的。还须

指明, 这些模型的划分是相对的, 彼此间存在着

相互交叠。这些研究进路模型各有侧重, 互有长

短 , 开展研究时 , 需要注意用其强避其弱 , 尤应

清楚所采用研究进路的限制。心理韧性是个体经

历过或正经历严重压力/逆境时, 危险因子、资源

因子及心理社会功能诸因子间复杂、动态相互作

用在时间进程中显露出来的积极发展/适应表征。

影响一个人心理韧性发展的诸因素(水平、群)之间

彼此啮合、勾连交融, 构成此人藉以发展的生态

系统。因此, 某影响因素(水平、群)对个体心理韧

性发展之作用须置于生态系统, 并从系统、动态、

相互作用的视角去探索, 纳入中介、调节因子与

时间进程, 统合考虑基因、环境及其相互作用, 方

更接近揭示心理韧性发展的本质。显然, 在心理

韧性领域, 学界不能只限于在心理行为层面开展

研究, 类似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及脑科学等这些

探究皮下(under skin)的研究进路不仅不能缺位 , 

还应对之揭开心理韧性的内在机理寄予厚望并孜

孜以求之。这既是生态系统理论(生物生态系统模

型 )的内在要求 (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98, 

2006), 更是心理韧性第 4 波研究浪潮的核心使命

(Masten, 200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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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veral approaches to resilience research have been developed since the starting of this scientific 

domain, including person-focused models, variable-focused models, pathway models and an integrated 

factor-process model. Person-focused models tend to identify resilient people and understand how resilience 

develops by comparing them to nonresilient ones who are not faring well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and to 

those who have not experienced any detrimental threats to their development. Variable-focused approaches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indices of stress/adversit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lience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s. The purpose of variable-focused research is to capture the mechanism behind 

resilience development. Characterized by longitudinal design and analysis, pathway models try to 

disentangle how human adaptation systems operate and how resilience develops by focusing on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the incidence of traumatic events or disasters. The integrated factor-process approach is on 

the basis of ecosystem theory. This approach emphasizes both the processes of resilience development and 

factors related to it. The integrated factor-process approach provides a more generic strategy for 

investigating resilience and interpreting the results. Each of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to resilience has its own 

strength and weakness. Familiarity with these approaches is crucial for a researcher to appropriately design 

the research, analyze the data and interpret the results, which would highly improve validity and efficiency 

of researches on resilience. 

Key words: Resilience; approach; person-focused models; variable-focused models; pathway models; an 

integrated factor-process model 


